公私夥伴關係的治理：理論的初探兼論英國的第三條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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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私部門幾乎不承擔公共責任，直到1970年代末與1980年代初，西方工業國家面臨停滯型通貨膨脹預算緊縮，加上公部門的大而無當遭受到無效率、缺乏競爭、壟斷公共服務的批評，才醒悟公共與私人的政策夥伴關係。例如，Smith與Lipsky(1992)認為政府具有不可避免的強制與支配性，應該扮演社會的最小角色，Machan(1995)認為沒有私部門不能作得更好的公民責任，Savas(1987:223)進一步指出幾乎所有的政策功能，包括公共安全、國防、衛生醫療、住宅與都市發展、社會服務、教育與娛樂休憩都可以民營。上個世紀，私部門在政策領域扮演更大角色的熱忱、舉世皆然，民營化的驅動包括解制(deregulation)、政策分權化(policy decentralization)、縮減政府規模(downsizing of government)、公共服務外包(outsourcing of public service)、以及私有化包括瓦斯、電力、電話等原先經濟學家所謂的自然壟斷事業，直到今日，電力、自來水、瓦斯、交通運輸等公用事業的民營舉世皆然，從中央到地方，民營化被普遍運用作為改善公部門績效的棍子。民營化的理由可以從成本的降低到意識形態的偏好，儘管民營化是否降低了成本，因個案複雜而難以確知，如果屬於政策領域上的結構性弱點，即使民營化也是效果有限，不論是公部門、私部門、或公私合夥可能皆無多大區別。但是官僚組織政策執行常常欠缺成本估算的概念，以至於公部門產生效率遲緩的問題，私部門競爭的屬性可以改善效率問題。

公私夥伴關係雖然衍生自民營化運動，但是民營化講求競爭，夥伴關係貴在合作。美國1970年代發展公共與私人夥伴關係(public-private policy partnerships)，聯邦政府運用夥伴關係作為刺激私人投資核心都市基礎建設之工具，同時，夥伴關係也是聯邦協調區域經濟發展之鑰，後來迅速擴散於其他國家。所謂的公、私夥伴關係指的是政府、營利公司、與非營利組織協力關係(cooperative relationships)的形成以完成政策功能(Rosenau: 5)，雷根政府(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與余契爾政府(Thatcher regime)強調提供私部門，尤其企業，從事傳統上公部門執行工作的機會。英國一九八○年代戲劇性的大規模實施民營化，然而一九九七英國新勞工黨政府(New labor government)贏得勝選，布萊爾(Blair)卻較少強調私部門為社會經濟與社會利益的唯一救星，取而代之的是鼓勵任何部門的運用，或者是公部門、企業、與非營利組織的混合，以提供更即時的績效，而稱為第三條道路(Third Way)。

一九九○代公共與私人夥伴關係已成為世界各國政策執行的主要工具，它不僅被視為成本效率的機制，而且被認為是發展社會資本的基石。夥伴關係是否成功實現公共政策的後果，成為新治理工具，深受期待。解釋夥伴關係的理論文獻，相當多也相當分歧，散見於組織理論的協力(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on)與資源相互依賴、公共管理的契約關係論證、治理的網絡理論等概念中，本文試圖從其中探索解釋夥伴關係的理論、複維的夥伴關係類型、以及英國的第三條路。

1、 公共與私部門夥伴關係的定義

1、夥伴關係與民營化的區別

何謂夥伴關係？夥伴關係的世界為何？有些人主張夥伴關係代表第二代民營化的努力，使競爭的市場擔負原本應由政府負責提供財貨與服務的角色，認為謂夥伴關係不過是民營化。與第一代民營化不同的是，夥伴關係不只是縮減政府規模，透過私部門活動或者其他方式的責任移轉而已，夥伴關係含有分擔責任與財務危機的責任(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1998)，好的夥伴關係制度化協力的安排(collaborative arrangement)，公共與私人的界限因而使糊。然而，並不意味將決策制定的責任完全移轉於私部門，例如，作為美國州獄政當局的私人監獄夥伴如果自由裁量的運用武力，則屬過度的授權而不當(Starr, 1990)。

夥伴關係是複雜的組織，包括營利組織、私人非營利組織、以及公部門非營利組織。政府外包私人非營利組織即為一種有利、有弊的夥伴關係，各種外包存在著不同層次與形式的利益衝突，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夥伴關係是衝突比較少的一種。政府與私人營利組織夥伴關係的利與弊，乃私部門提供的服務成本較低，但短程的節省可能導致長程上成本的增加，例如，公部門外包欠缺完善員工退輔計畫的私部門，幾年之後，這些成本成本將回轉公部門，從長程的觀點，應考慮更為複雜的夥伴關係。

有些人認為夥伴關係不僅是民營化而已，民營化排除公私部門共同基金與共同提供服務的運作，夥伴關係是對於需要財務與人力投資之計畫的共同承諾一致目標的完成。公共與私部門的夥伴共同承擔風險、權威、與責任，彼此為相互利益一起計畫，有些計畫並不明顯，不是正式的，甚至於是偶然的，這種夥伴關係是廣義的，包括與機車騎士、卡車司機的夥伴關係，騎士、卡車司機們長程上投資車輛、燃料的更新與投保保險謀求公共道路的發展。有些夥伴關係需要公共與私部門密切的、明白的、正式的合作，例如獄政部門付費私部門管理監獄或是私部門興建監獄，公部門提供警力的合作計畫。

2、非營利組織的角色

1970年代與1990年代非營利組織的角色是不同的，要釐清1970年代與1990年代夥伴關係有無不同，就必須檢視其角色在1980年代的移轉。

循著1960年代以來福利國前進的軌道，非營利組織擴展傳統捐款的核心收入來源，直接或間接從政府基金獲得稅基來源的所得。1970年代早期，當政府公共服務的角色擴張時，非營利組織對公共基金的依賴也增加，Salamon(1995: 204)說：

演進到1970年代，美國福利國生活的中心事實是廣泛的政府與自願性部門的夥伴關係，在持續敵視官僚國家的氣氛之下，面對重要新責任的各層級政府，廣泛的移轉責任於新、舊的私部門、非營利組織，以協助執行擴大的福利國功能。

3、1980年代之後非營利組織角色的移轉有以下的類型

(1) 替代性邏輯的型態

1980年代美國聯邦的政府規模縮減，非營利組織尋求收入短缺的彌補途徑，不是取代以簡單化的以公共與私部門敵對的觀念，轉而推展推商業性活動取代之，尤其以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共棲型態從事社區公共服務的傳送(Weisbrod,1997)。

同時另一型式的替代性邏輯–私部門創始政策(private initiatives)的討論也彌漫於1980年代初期。由於上至資本市場，下至懲罰性管制政策的非國防支出大幅澎脹，毫無效率，尤其很多公共建設提供準公共財(quasi-public goods)的服務，其服務只有少數人享受而成本卻由全民負擔，在政策專家與利益團體組成的功能權(functional power)的支配之下，多數的利益經常被否定，官僚機構儼然無法控制。公共選擇理論從政府失靈（government failure）的觀點主張公共與私人組織結合的組織設計，民營化成為公共選擇論者效率的格言，主張公共服務的提供趨向於私人或獨立企業而非公共的官僚組織( Wise,1990:143 )，只有在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的公共財貨的提供以及外部效之下政府才須介入。然而，諷刺的是期望替代羅輯之下的部門責任分工，對分工本身而言仍有問題，政府遺留下來的社會問題解決的差距(gap)仍有待其他兩個部門(營利與非營利)填補，私部門創始即被視為治理方案之一，以往政府的角色扮演替代私人活動的角色，現在需要私人活動替代政府，雷根(Regan)與老布希政府(Bush administration)即為這種替代機制的主要促進者。

(2) 實用性的邏輯型態
實用性的邏輯出現於經濟衰退期，它意味著公共與私部門夥伴關係的持續，部門之間不是敵視與替代，而是混合與合作，某些責任分工、某些責任分享，當財政嚴峻縮減政府能力時，必須轉而尋求私部門資源以為槓桿。卡特政府(Carter administration)為尋求私部門參與都市發展計畫，提供廣泛的津貼(subsidies)以發展部門間夥伴關係(Berger,1985)，在協力的大旗下直接或間接的創造利潤機會，終於，夥伴關係成為部門間的關係特性，夥伴關係包括各種方式的公部門對營利組織商業活動導向公共服務的津貼。

(3) 補助(subsidiarity)性邏輯之下的各層級社會與政治組織科層體系的關係型態
各層級的社會與政治組織科層級體系關係包括從家庭到國家，假設每一較低層級的組織與高一層級的組織相互依賴，例如，家庭好像可以不在世俗權威的介入之下追求生活計畫，其實不然，在中介組織的旗識下，地方、非營利組織最適合滿足社會的需要，因此，政府位於公共服務提供者長條鎖鍊的一端，而偏好地方創始的問題解決。與替代性邏輯不同的是營利組織的角色是支持性的，在補助位階上提供自願主義的來源與慈善捐款的貢獻。

4、公、私夥伴關係的解釋

事實上替代性的邏輯漸漸的與實用性的邏輯型態融合，而兩者也逐漸向補助性邏輯融合，夥伴關係代表融合性的部門關係的建構。然而，以上三種邏輯如何解釋夥伴關係的建構？

(1) 就替代性的邏輯來說，假如公共或私部門對公共財或服務的提供被視為競爭性的抉擇工具，則夥伴關係提供了彈性的妥協，夥伴關係是一種取得財物與傳送公共服務的手段，公共或私部門的品質會有差異，但夥伴關係優於單獨的兩方，夥伴關係的建構可以克服包含衝突利益的極端民營化，也可以克服公部門壟斷的惰性與無效率，夥伴關係擁抱近年來公民反對過度民營化的趨勢。最近英國的第三條道路(Third Way)就是運用市場與政府相對立印象的訴求，第三條道路跳脫公共與私部門多元主義的窠臼，鼓勵協力的事業以及各種夥伴關係。

(2) 就實用性的邏輯而言，公共與私部門、或是政府與市場可視為連續光譜的兩端，民營化與集合行為代表從一端到另一端的運動。傳統的公部門是一端，私部門是一端，夥伴關係含蓋兩端，每一個關係位置代表不同程度的混合。夥伴關係的模式，存在無數的可能妥協的位置，其中，抵用券(voucher)較接近民營化，外包則平衡公共與私部門夥伴的責任而構成公、私夥伴關係(Savas, 1987:90; Smith & Lipsky, 1992:250-251)

(3) 就補助的邏輯而言，民營化與漸增的公、私夥伴關係不是一個部門與另一個部門關係衰微的癥候，而是地方政府與社區實體責任的重新假定，重新假定國家與私部門協力合作，視公共與私部門為部門，彼此相互依賴，例如，私部門即使在全球經濟體系中，仍處於接受國家監督的地位，但其市場是全球的。企業關心社區利益以及社會與自然環境品質的驅力，並不是來自公民的美德，而是來自自我利益的追求，從這個觀點看，夥伴關係產生於既定層次的科體系中，例如，地方政府之間、私部門之間的夥伴關係，更普遍的是跨越層級的政府與私部門的夥伴關係。

二、公共與私人夥伴關係的制度與工具屬性

1、 夥伴關係的特點

夥伴關係是制度也是一種治理工具，這個屬性必須提及夥伴關係的特點。B. Peters(1997”12-13)提到夥伴關係的五個特點，第一，夥伴關係包含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參與者，其中至少一個公共部門；第二，每個參與者都是主要的，能夠為自己的利益交易，擁有自主性的迴旋餘地，願意獻身於穩定的夥伴關係；第三，穩定持久的關係，繼續不斷的互動；第四，每一者參與者都攜帶某些東西到夥伴關係，移轉物質或非物質的資源，例如金錢、公共土地、或是權威、以及象徵性的價值；最後，夥伴關係包含共享行動後果的責任。

R. A. W. Rhodes認為夥伴關係的特性如下

(1) 參與者彼此相互信賴，參與者希望達成目標，但是必須依賴其他參與者做為達成其目標的手段(Rhodes,1981)；

(2) 互動的過程由很多參與者組成，沒有任何一個參與者擁有足夠領航能力來決定其他參與者的策略行動。所有參與者都有各自的目標與利益，沒有任何一個單一目標可以用來測量政策效能(Rhodes,1981)。但這並不意味所有的參與者擁有相等的權力，每個參與者所依賴的是各自擁有的資源及其在政策過程中的重要性

(3) 夥伴關係由關係型態組成，參與者的相互依賴及其產生的互動，創造行動者關係類型，這些關係型態具有深度與持續性的特點，而行動的規則賦與互動的意義並支持互動的關係型態(Rhodes,1988)。

2、夥伴關係的類型

Rhodes稱夥伴關係為政策網絡(policy networks)，他認為政策網路為「相對穩定與前進的關係網，動員與匯集廣泛分布的資源，使得集合的行動得以協調邁向共同政策」。政策網路包括一個政策領域所有參與政策規畫與執行的行動者，他們的主要特性是公共與私人之間的非正式關係，但是具有相互依賴的利益，努力尋求在集中的、但並非是層級節制的層次上集合行動解決問題。

他根據參與成員整合的程度、參與成員的類型、與成員間資源的分配，將政策網絡放置在高度整合與低度整合的光譜上；高度整合的政策網絡為政策社群(Policy communities)，低度整合的政策網絡為議題網絡(issue networks)，在高度整合與低度整合兩極端的網絡中間，有專業網絡、府際網絡、地域網絡與製造者網絡(Rhodes, 1988)。
 (1) 政策社群(policy communities)：指中央與地方政府執行的政策領域中，垂直的互賴關係，具有高度穩定與限制性成員的網絡，這種網絡具有高度整合性。
(2) 議題網絡(issue networks)：這是水平的網絡，垂直的互賴關係有限，水平的意見並未整合，網絡的整合度很低、相當不穩定，成員很多，來來去去。故不能成為堅強的網絡。
(3) 專業網絡(professionalized networks)：這是專業團體所支配的網絡，具有高度穩定性與限制性的成員，形成垂直互賴關係。但是網絡整合程度不如政策社群的高度凝聚力。
(4) 府際網絡(intergovernmental networks)：指代表地方政府利益的網絡，成員有限，垂直的互賴與水平的意見溝通也有限，希望擴張水平的影響力。
(5)地域的網絡(territorial networks)：這是指代表蘇格蘭、威爾斯、及北愛爾蘭利益的政策社群。
(6) 製造者網絡(producer networks)：這是經濟團體扮演主要角色的網絡，網絡成員流動性高，垂直互賴關係有限。

McQuaid(2000)根據夥伴關係的五個度向–(1)參與者追求的目標(2)誰是參與者(3)何時發展夥伴關係(4)空問的度向(5)行動如何執行，區分夥伴關係的類型

(1) 參與者追求的目標：參與夥伴關係可能是為了一個地區、計畫或組織贏取額外資源，透過協力與各種資源的連結，釋放共同努力或轉變為夥伴關係，包括藉由放鬆管制轉而採用企業型(entrepreneurial)的行為。

夥伴關係的焦點可能從外生到由內產生。外生的型態從外界吸收資源，內生的型態只運用現有的資源擴大效率。

夥伴關係也可能是策略性的含廣闊的組織目標，處理長程的政策問題，例如地區發展策略。也可以只是特定計畫的驅力，例如商業園區的計畫。

(2) 誰參與

主要的參與者包括中央與地方政府、政府基金機構、自願性部門、地方社區、以及私部門、重要的個人。不同的參與者形成不同類型的夥伴關係，例如地方社區參與的是遭受多元剝奪之社會邊緣人政策問題領域的夥伴關係。

私部門包括不同動機與資源的組織，例如來自都市更新地區的企業、家長式的公司、以及關心統合與責任的組織、員工代表的組織。組織型態包括母公司或分支部門、地方社區小店等。

夥伴關係的結構包括較不正式的組織網絡、以及正式的受契約拘束的夥伴關係。非正式的組織網絡僅有定期的會議，正式的夥伴關係通常具有特定目標與機制，透過機制(包括新組織)提供訓練、學習的途徑。

創造夥伴關係的過程包括由上而下以及由下而上的模式，由上而下的動員是由較高層次的權威，例如中央政府所推動，由下而上的動員由地方社區運用地方資源的發展策略所推動。雖然很多創始性的計畫開始於由上而下的途徑，但是個別計畫的發展可能來自由下而上的模式。英國有很多例子，由中央政府贊助社區工作者，協助建立地方的能力，使地方社區產生自己的創始計畫並吸引相當的參與者加入夥伴關係。

(3) 何時

在整個過程中主要的參與者個人有可能改變想法，因此組織的優先順序才會產生變遷，而他們在夥伴關係的角色也變遷。政策的過程分為規劃與執行的階段，整個政策形成的焦點包括整體目標與特定目標的訂定與執行、資源的輸入、執行的機制、組織的結構、以及監督、評估。每個階段都可能形成夥伴關係，有時夥伴的發展包括前奏條件，亦即政策問題的界定。

(4) 何處

夥伴關係的焦點可以是大城小鎮等不同規模的地區，可以是一個區域以內或跨區域的服務對象，可以是國家層次的政策，例如社會的放逐者、種族歧視、都市更新政策，也可以是地方或地區性的政策問題。

(5) 如何：執行機制

執行的機制包括誰作什麼，也就是誰提供資源、誰控制資源。夥伴關係可能同意協調而改變現有服務的優先順序，或以另一個極端方式的獨立單位運作，例如一個獨立的非營利公司作為東蘇格蘭歐盟夥伴關係(East of Scotland European Partnership)的秘書，來協調地方參與者與中央政府，執行歐盟基金計畫。

表：夥伴關係的組成成份

全距                   組成成份            全距


目的

外在的的資源              焦點                   外在的(內在的資源)

就業的創造                目標                   就業的重分配

單一的計畫                活動的全距             長程的計畫

策略                      層次                   計畫的合作或協力

誰參與                 

公共部門                  參與的全距             私部門、自願性團體、第三部門

正式的契約                結構                   非正式的網絡

由上而下                  動員的過程             由下而上

不等的權力                權力的關係             公平的權力關係

何時

發展前/發展               過程/階段               作業

緊密的夥伴關係           決策點                  持續的夥伴關係

何處

地理區域(例如都市)        地區/團體               服務對象(例區域的失業青年)

如何

獨立的夥伴組織           執行機制               一致意見影響現有的服務


資料來源：McQuaid, R. W. (2000). The Theory of Partnership: Why Have Partnership? In S. P. Osborne (eds).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Theory and Practice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London: Routledge: 13.

3、夥伴關係的制度與工具屬性

夥伴關係包括公共部門、私人部門與公民所構成的關係，當治理模式成為統治的規範概念時，這種多元組織的夥伴關係，成為計畫執行的單位，典型上包括企業、社區與非營利組織與政府機構並肩解決公共事務。夥伴關係的運作不同於官僚體係的科層與競爭的市場，也不同於社會合作模式，夥伴關係的整合依賴有效的協調與府際間水平的連繫。夥伴關係的屬性如下。
(1) 多元性：夥伴關係的整合程度不一，某些高度整合的網絡像單一的組織，較低整合的網絡有如自主組織的集體。
(2) 相互依賴性：夥伴關係成員的相互依賴程度雖有不同，即使功能相當自主，其成員互動的形態及其與外界行動者的關係，與密切連鎖的夥伴關係有很大的不同，但有一點相同的是其成員仍相當的自我克制。
(3) 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夥伴關係包正式與非正式的關係，即使是非常低度整合的夥伴關係，別人認為其成員的關係是非正式的，但它也可能是正式的，Rhodes的政策網絡較為非正式的。
(5) 工具性：夥伴關係運用計畫、正式的法規、與承包或民營化等工具達成協調。(Peters,1998：301)
夥伴關係的治理與工具屬性，說明如下：

(1) 夥伴關係為治理的制度

Renate Mayntz與Fritz Scharp(1995)為首的普蘭克學派(Max-Planck-School)融合理性選擇與制度主義的假定，創造行動者為中心的制度主義(actor-centred institutionalism)，將夥伴關係概念化為非正式制度，也就是非正式組織的、互惠的、相對永久的關係。夥伴關係的整合奠基於共同同意的達成政策結果的規則，行動者之間創造相互信任以減少不確定性與交易的成本，網絡作為公、私行動者之間水平的自我協調的理想制度架構，使公、私行動者為目標的實現互相交換資源，所以，夥伴關係為以行動者為中心的準制度。當然，普蘭克學派的自我協調仍不夠周延，行動者必須藉由學習的認知途徑，形成政策宣導聯盟分享價值信念才能創造互信影響(達成)政策成果。

Elinor Ostrom(1986)認為規則可以是正式的程序或非正式的行為法則或傳統。制度的規則包括(1)地位規則：確定一組地位，以及眾多參與者如何處在各自的位置；(2)邊界規則：確定參與者如何選擇其位置，如何離開其位置；(3)範圍規則：確定受影響的結果，以及每個結果的誘因與成本；(4)權威規則：確定指派予每個位置的規則；(5)整合規則：勾勒中間或最後結果的決策功能；(6)資訊規則：參與者溝通的管道；(7)償付規則：分配於參與者的成本與利益。從E. Ostrom的制度規則架構，可以解釋夥伴關係是一組治理國家與組織化利益團體互動關係的非正式規則

另一派理性選擇的制度觀點，從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的角度解釋減低成本為制度發展的理由((North, 1990)，認為夥伴關係的正式化安排可以概念化為減低交易成本的機制，而不是要去交易產生集合利益的互動規則。

總而言之，檢視夥伴關係為制度的觀點，有助吾人了解參與者在政策過程的行為與角色，而不僅解釋政府與私部門參與者的關係而已。夥伴關係可概念化為穩定的制度結構，藉由共同分享的優先順序與價值，以及參與者相互同意的規則來治理。此種穩定與制度化可以視為減低交易成本、促進決策的機制。

(2) 夥伴關係為治理的一種工具

C. Hood認為所有的政策工具皆為種治理資源的一種運用，當政府面對公共問題時，主要運用四種資源----資訊、財政、強制性權威、與組織的資源，以達成監督社會以及改變其行為的目標。選擇的因素受到資源限制、政治壓力、立法、以及過去工具失敗之教訓所影響(Hood,1986: 9)。根據Hood的看法，工具選擇是國家目標、資源、組織與標的團體能力的自然功能，其它工具分類觀點則集中於經濟的衝擊性以及強制權力的程度。

B. G. Peters(1997:20)認為夥伴關係僅是政府為達成政策目標許多可運用工具當中的一種而已，為何選擇夥伴關係而不運用其它工具，雖然不容易回答，B. G. Peters(1997:21)仍從目標評估的特性說明如下：

a. 夥伴關係的形態可使政策企業家達成所期望的政策目標，理由為(a)夥伴關係與其它治理工具比較起來，相對的缺乏可視性的特性，比較容易達成目標，因此，夥伴關係可以運用於民眾抗拒變遷的政策，(b) 夥伴關係的諮商安靜無雜音，比較不會引起社會大眾的注意，適合於促進地方經濟發展政策。當然，其不可視性引不起媒體的注意，也使得課責相對困難。再者，夥伴關係的模糊使得政策的控制更加困難；

b. 比較其他達成相同目標的工具而言，夥伴關係具有成本效率的優點。雖然精確的成本形態不見得每個夥伴關係皆相同，但是，既然是連合的成本，就意味一邊的參與者平衡另一邊的槓桿，因而，夥伴關係提供相同服務的成本將低於單獨的提供者；

c. 夥伴關係使得計畫可以逃離政治與官僚的過程，政治與官僚的過程常使公部門的活動陷入泥沼。對公部門而言，過程幾乎與計畫的實質同樣重要，在政策制定與執行計畫之後，立法程序的羈絆常常緊跟著來。立法程序對夥伴關係的安排比較寬鬆與快速，而能獲得更有效的執行能力。

三、英國的第三條道路

1、 第三條道路的政策內涵

第三條道路並不是一個嶄新的名詞，過去冷戰期間，許多人視社會民主為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外的第三條道路，但它今日的意涵為公、私夥伴關係的的治理途徑。第三條道路的復興及其擴散，乃因美國民主黨與英國工黨的接受所致，美國民主黨改用新民主黨為名，英國工黨也重新命名為新工黨，以別於傳統民主黨與工黨的治理。美國中間偏左的政治，在一九七○年代面臨快速工業化與都市化時產生重大的改變，美國新民主黨認為今日已經不是鉅型組織(big state)的時代，隨著冷戰的結束，新全球市場及知識的來臨，已經影響政府管理經濟生活以及提供不斷擴大的社會福利的能力(Giddens, 1997:235)，認為需要一個不同於老左派偏好的官僚模式的政府以及右派拆除政府的架構。1996年民主黨出版新進步宣言(The New Progressive Declaration)，提出新進步主義的基石是機會平等、個人責任以及公民的社會動員的主張。這些想法驅動柯林頓政府(Clinton administration)的政府再造及其後來推動的許多政策，例如貨幣管制、健康醫療、教育與訓練的投資、工作訓練福利計畫(welfare-to-work scheme)、都市更新計畫(Giddens, 1998)。

第三條道路擬發展一個新中間路線的政策，一種企圖在老左派社會主義和新右派自由主義兩極端意識形態破繭而出的修正主義，強調社會公平與正義的理想，但是主張由新右派的市場經濟來達成目標。英國的工黨也獲致相同的概念，布萊爾(Tony Blair)領導工黨放棄舊進步主義，提出新工黨名稱，結果贏得一九九七年大選。布萊爾政府上臺後繼續擁抱余契爾與梅傑(Thatcher/Major)時代的行政改革，認為要傳遞好的公共服務，但拒絕繼續採用民營化的工具，他也為了迴避Rhodes研究前期政府所採用的政策網絡名稱，提出公、私夥伴的協力治理取代之。布萊爾政府的兩個典型政策的發展，一為私部門財務創始計畫(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一為最佳價值的強迫競爭照護政府(compulsory competitive tendering by best value)。

在私部門財務創始計畫中，新勞工黨不再鼓勵私部門投資公共服務的保守黨政策，尤其是新醫院的發展計畫。事實上，這些計量僅僅重塑公、私夥伴關係，並且論述獲得醫療保健計畫新資源，以及緊縮公債的重要性。

所謂的最佳價值將是傳送公共服務的明確標準，包括成本與品質，達到最有效能、經濟與效率目標。地方政府實現這項責任時，應向地方上的人民以及代表國家的中央政府負責。地方政府執行應負的責任時，必須設定符合成本與品質的標準，但是在中央政府負責的教育與社會服務上，中央政府本身就會設定國家的標準。(Department of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the Region, 1998, para 7.2)。

英國的一九九九年地方政府法案除了教區議會外，對所有的地方政府加以課責，2000年開始，地方政府就必須對他們所有的服務建立下列標準：

· 特定目標與績效測量

· 基本績效評核計畫

· 地方績效計畫

這些努力確保公共領域所需的最佳價值，除了一般的評核之外，國家本身也有一套監督與審計制度，因此，有一套回報中央政府的體系，中央政府自然有權力干涉其認為低標準的服務、

2、 新勞工黨的公、私夥伴關係原則

1980與1990年代新勞工黨原是反對保守黨的民營化政策，自從1997年5月布萊爾贏得選舉，在布萊爾的領導之下，扭轉了恐懼私部門的立場，而致力於公、私夥伴關係。夥伴關係的發展成為新勞工黨的指導原則，主要來自於態度的轉變，新、舊勞工黨的區別就在於對待私部門的態度，布萊爾領導之下的勞工黨政府相信政府經濟功能在提供私部門利潤的賺取、創造就業機會，並且使其與公部門合夥參與傳送公共服務。

一個新勞工黨發展的與企業的關係就是準公共公司(quangocracy)，新勞工黨政府的政策推動無不成立工作團隊(task force)或利害關係小組(stakeholder panel)，自從新勞工黨執政之後，建立了無數的工作團隊，至少一半以上的領導人選拔擢於私部門，勞工黨政府官員與地方議員明顯缺席，但工會最好有代表，而不僅作為企業的員工。這不是官員不想參加，而是，工作團隊既然處理的是商業事務，最好運用企業人才，既然鼓勵企業投資，哪有不讓雇主參與的道理。

夥伴關係的原則進一步藉由勞工黨政府的利害關係人社會的信念而發揚光大(Blair, 1996:291-321)，公部門被認為是由大量的利害關係人團體組成，每一個利害關係人團體都與公共服務的財政來源與執行的方式利害攸關。利害關係人團體的語言包含所有公民(inclusiveness)、社區、統合、與夥伴關係治理的觀念，也應是接受責任、主張權利以及改變文化的含義。

對新勞工黨而言，夥伴關係是政策執行成功的要素，透過公部門、私部門、與漸增的自願性部門組織的合夥，公部門的公共建設與公共服務的品質能夠維持與提升。新勞工黨的夥伴關係語言彌漫於包括中央、地方、地區廣泛的公共活動光譜，流洩於公共、私人、自願性組織之間，流行於服務提供者、社區、與公民之間。新勞工黨將夥伴關係提升效率與回應性的概念，並不偏好某一模式的夥伴關係，而是，高度實用的認知需要彈性的公部門基金與服務的提供，以創造最佳的夥伴關係。

3、 對第三條道路的回應

勞工黨的夥伴關係語言並非全無批評，在某種政策領域，例如私部門財務創始計畫在政府政策途徑與支持較為傳統政治觀點者之間，以及忠誠的新勞工黨支持者之間存在著緊張。事實上，勞工黨強烈的第三條道路意識形態，乃奠基於保守的政策上，而在行動上強化、發展執行力，將勞工黨的領導推到遭遇來自內部的反對位置。許多左派人士認為為了成為新的勞工黨政府而採取右派哲學，像沒有拿手提包的余契爾夫人，令人無所適從。

更多新勞工黨支持者批評夥伴關係把焦點放在過度運用的名詞，而顯得內容空洞。第三條道路一詞過去經常被使用，是模糊性的指標，難以掌握、缺乏方針，政客們說不出反對什麼事、贊成什麼事。夥伴關係只不過是一種術語，布來爾的一些名詞，例如新、社區、創新、以及夥伴關係乃用於傳達一種舒服的感覺，而不是一種正確的意義。以教育政策為例，Beckett(1998:xxiv)說：

這些天教育所接觸到的每一件事就是一個夥伴關係，大學、社教機構、學院與公司、贊助者、父母、政府、學生及任何與教育有接觸的企業，成為夥伴關係，我懷疑假如教育注入地方的水電工夥伴關係，教育的水管是不是就流著清水。

儘管各種批評聲浪不斷，勞工黨致力於推動夥伴關係作為公共服務的傳送與管理方式卻是明顯的，1998年七月出版的「較佳品質的服務」(Better Quality Services)文獻強調高品質、效率、回應性、以及顧客取向的政府服務可為明證(Cabinet Office,1998:3)，勞工黨繼續推動其中間偏左的政策，Giddens(1997)也認為是否用第三條道路的名稱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中間偏左的價值在全球化知識經濟變革具有其重要性。

四、結論

一九九○年代公、私夥伴關係已成為公共政策的主要工具與統治上的治理模式，在英國，夥伴關係成為新工黨政府發展利害關係社會(stakeholder society)的基石，並作為執行重要公共政策，例如都市更新、向年青人失業作戰等政策的重要工具。在美國，夥伴關係對聯邦政府與州政府的活化地方都市社區的創始政策是很重要的，也常常成為社區導向的治理模式。

夥伴關係強調積極性的政府與公共領域核心的重要性，為何它可以成為克服市場失靈的有效方式，夥伴關係的優異性包括資源的整合性、效能、效率與合法性。夥伴關係允許資源的匯集，尤其對於自從一九七○年代以來資源短缺的英國地方政府而言，是很重要的，而且夥伴關係可以攜帶不同型態的資源，例如組織缺乏的資訊、專業、立法權、土地、財物，對於社區而言是很有用的，政策社群之所以能夠發展與存在乃因資源互換的成本經濟。其次，可以針對不同性質的政策問題，透過協調，避免參與者資源重複浪費達成最小成本最大的產出，而且，運用社區的參與者於工作訓練創始政策，將比分配性的失業津貼政策增加效能。再次，當地方社區直接參與，取代透過民代關說的方式，更具合法性。

由於夥伴關係的上述特性，F. W. Sharpf(1977：254)認為網絡夥伴關係成功的要件應該是互相信任、目標清楚、責任明確、分工確實。聯繫各個組織、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的策略則有賴於協調，網絡的協調對政策執行不僅有正面的優點，而且能同時創造共同的價值、解決分配的間題。使網絡成員繼續不斷的互動與價值的分享，可以產生足夠的互信，化解衝突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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